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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时空格局的动态分析

——以湖北省为例
*1

朱庆莹 胡伟艳 赵志尚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以湖北省为例，利用 2000、2005、2010 和 2013 年的社会经济、土壤和气象等数据，运用 Spearman

秩相关和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揭示耕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的时空格局及变化规律。结果显示：①物质产出、净固碳、

景观美学功能一直处于增加态势，其中物质产出功能增长较快，景观美学功能增长较慢；水源涵养功能变化平稳，

劳动力承载功能不断减弱。②耕地功能之间主要表现为协同关系；随时间推移，部分功能之间由协同转为权衡，并

且协同程度逐渐减弱而权衡程度逐步增强。③空间尺度上，相同耕地功能的协同类型多以“组团”形式出现，聚集

性较强，权衡类型无明显聚集区域，大多零星分布在协同类型的周围，水源涵养和景观美学功能的权衡与协同格局

比较稳定，剩余三种功能均发生不同程度变化；不同耕地功能之间的协同类型既有明显的“组团区”，又有零星分

布区，权衡类型也有类似特点，其中，净固碳与水源涵养、物质产出与景观美学、物质产出与水源涵养、景观美学

与水源涵养的权衡与协同格局随时间推移较稳定，其余功能之间权衡与协同格局发生不同程度变化。研究认为，在

改善耕地本底质量,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向和发展观光农业的同时，应加强县域内各部门之间以及县际之间的合作，

科学划定耕地保护与利用区；共同促进耕地多功能的协同利用，增强耕地多功能的总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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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多功能是指耕地系统提供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产品与服务的各种能力
［1］

，包括提供粮食、蔬菜、油料等生产功能；

调节大气、保持土壤等生态功能；保障农民生活和就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等社会功能和提供耕作风景、开敞空间景观等文化

功能
［2］

。由于耕地功能类型的多样性、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人类利用的选择性，某类耕地功能的供给会因其他类型耕地功能

利用的增加而减少，也会出现两种或多种耕地功能同时增强或减弱的情形，即各类耕地功能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权衡与相互促

进或抑制的协同关系
［3-9］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增强农业的生产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建设一批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园区，注重协同性、关联性，支持乡村全面振兴。耕地保护与利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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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考虑多功能之间的权衡与协同规律有利于规避负向效应，促进各项功能协调发展，对深化耕地可持续利用与管理以及振兴

乡村具有重要意义
［10-11］

。权衡与协同包含时间、空间、主体和可逆等的权衡与协同
［3，5-6，10］

，到目前为止，有少数学者开展了耕

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单个时点的静态研究
［7，9］

，基于多年数据的时空格局动态研究还鲜有报道。

本文以湖北省为例，在耕地功能的生产、生态、社会和文化四类一级分类体系下
［12］

，选取目前受学者关注较多的物质产出、

水源涵养与净固碳、劳动力承载和景观美学 5 种典型的耕地功能进行研究
［8-9，13-15］

。首先，在明晰耕地功能内涵的基础上，构建

相应的指标体系及模型评价历年耕地的各项功能；其次，运用 Spearman 秩相关方法分析耕地功能权衡与协同的时间格局及其动

态变化规律；最后，考虑单变量和双变量的空间关系，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耕地功能权衡与协同的空间格局及其动态变化

规律。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科学的政策引导与规划管制，促进耕地多功能从权衡走向协同，增强耕地多功能总体效益提供依据。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1.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包括：①水田与旱地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产值、各类农作物产值、种植业

产值指数、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各类化肥投入量来源于 2001、2006、2011、2014 年《湖北省农村统计年鉴》。②各县

（区、市）的人口数据、GDP 数据来源于各市（地、州）历年统计年鉴和《湖北省统计年鉴》。③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

服务共享网（http://data.cma.cn）。④土壤深度与孔隙率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中国土壤数据库湖北省内 1 km×1 km 土壤剖面

深度及土壤孔隙率。⑤县域中心距最近地级市辖区中心直线距离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的测距数据。⑥耕地斑块聚集度、耕地景

观多样性数据通过 Fragstats4.2 软件计算得到。有一些数据由相关参考文献获得，具体见下文。

1.2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主要包括：第一，对于部分区县个别年份个别数据的缺失，本文以历年数据为基础，采用移动平均、趋势外推等

方法进行数据重建；第二，农业产值以 1978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第三，农业劳动力人数采用农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

重与农林牧渔业从业总人数乘积求得；第四，由于统计年鉴中各区县数据的统计范围有些大于现有行政区范围，本文按照统计

年鉴数据所对应的行政区进行合并处理，其中随县并入曾都区、东宝区与掇刀区合并为荆门市辖区、沙市区和荆州区并入荆州

市辖区、茅箭区与张湾区合并为十堰市辖区、汉南区并入武汉市辖区、襄城区与樊城区并入襄阳市辖区、孝南区并入孝感市辖

区。鉴于神农架林区耕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比重过小，本文未对其进行研究。

2 研究方法

2.1 耕地各项功能评估

物质产出功能：物质产出功能是耕地最基本的功能，也是耕地的核心功能
［9］

。目前，多数研究通常用农作物的产出规模来

衡量物质产出功能
［9］

，但这种标准无法形成统一的度量尺度，易低估经济作物价值。鉴于湖北省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较大，

只考虑各类作物产量会造成评价结果失真。本文参考《湖北农村统计年鉴》对农业总产值的定义，采用单位耕地面积的农业总

产值衡量物质产出功能，将所有年度农业总产值平减到 1978 年为基期进行比较。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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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固碳功能：耕地的固碳功能是其生态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从自然和人为调控因素驱动下的净固碳功能来认识，主要

取决于生长周期内农作物的碳吸收量与碳排放量
［13］

。碳固定为农作物生长全生命周期中的碳吸收量，参考陈丽、谢光辉、田云

等的研究成果
［13，16-17］

，测算方法如式（2）所示：

式中：C1 为农作物碳吸收总量；Ci 为第 i 类农作物的碳吸收量；n 为农作物种类数；ci 为第 i 类农作物光合作用合成单

位有机质所需吸收的碳；Yi 为作物的经济产量；ri 为第 i 类农作物经济产品的含水量；HIi为作物经济系数。

耕地碳排放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农用物资投入造成的碳排放，二是农作物根系生长对土壤表层破坏导致的 N2O 排放，三是

水稻生长过程在浸泡环境下 CH4的排放。其中，化肥在农业生产碳排放中所占比重最大
［18-19］

，本文采用折纯的化肥施用量代表农

用物资投入来计算。化肥、N2O 和 CH4的碳排放系数参考田云、邓明君等的研究成果
［17，20］

；同时，根据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将

CH4、N2O 统一置换成标准 C，转换标准为：1t CH4和 N2O 排放分别相当于 6.818t C 和 81.273t C 所产生的温室效应。三类碳的排

放量总和即为碳排放量 C2

［21］
；净固碳功能计算公式为：

水源涵养功能：水源涵养功能是指耕地固持水量的能力，是耕地生态功能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22］

。目前测算水源涵养功能

的方法主要有土壤层蓄水能力法、综合蓄水能力法、水量平衡法等。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采用综合蓄水能力法来测算，

主要考虑农作物冠层降水截留量与土壤层蓄水量。参考秦嘉励的研究
［23］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1 为农作物冠层降雨截留量；Q2 为土壤层储水量；Q3 为总储水量；Sj 为第 j 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m 为该区的年降

雨量，取前后三年的均值；αj 为各类农作物的降雨截留率，参考马波的研究进行取值
［24］

；Si 为各区县耕地面积；Hi 为单位耕

地土层厚度（m）；λi 为单位耕地的非毛管孔隙率，参考俞建荣的研究结果，按非毛管孔隙率占总孔隙率的比例 16%进行计算
［25］

，

最终结果在秦嘉励等使用的数据范围内
［23］

，可认为合理；土层厚度以土壤剖面深度代替，取均值 0.6 m。

劳动力承载功能：劳动力承载功能是指耕地为农民提供生计，容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是缓冲劳动力就业风险的重要屏障
［15］

。

本文以单位耕地劳动力投入强度来衡量劳动力承载功能的强弱，计算公式如下：

景观美学功能：耕地景观美学功能指耕地作为一种自然和人文的综合景观可以给人类美的享受，是耕地景观文化功能的重

要组成部分
［26］

，其强弱受到供需的影响。从供给方面讲，连片的耕地与园地、水体等形成的高功能景观组合更具美学价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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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方面讲，耕地景观对较强支付意愿与欣赏能力的城镇居民更具吸引力，相邻近城市的人口规模越大，收入水平越高，对耕

地景观需求度越大。本文从上述两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来综合表征景观美学功能，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指标权重见表 1。

表 1 耕地景观美学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准则 评价指标 权重 评价指标

需求侧

需求量 0.149 县域周边最近地级以上城市人口总量

需求水平 0.141 县域周边最近地级以上城市人口总量

辐射范围强弱 0.200 县域中心距最近地级市辖区中心直线距离

斑块聚集度 0.269 耕地景观斑块的团聚程度

供给侧 景观多样性指数 0.241 区域不同景观类型的多样性程度

注：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0.054；参考朱俊林等的研究
［27］

，辐射距离 50 km 以上为 0，0～50 km 内进行反向归一化。

2.2 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由于耕地功能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量纲不同，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式中：Xij 为第 i 年第 j 项指标的指标评价值；Xjmax,Xjmin分别为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Yij 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2.3 相关分析法

相关分析的方法能让权衡与协同结果更加直观，已被广泛用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的研究
［7］

，主要包括统计学家

K.Pearson 提出的积矩相关系数 rp (Xi,Yi )
［28］

和心理学家 Spearman 提出的斯皮尔曼秩次相关系数 rs (Xi,Yi )
［29］

，前者主要度

量两个随机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强弱，后者属于非参数检验，适用范围更广。本文采用 Spearman 秩次相关系数分析耕地功能之

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相关系数为正表示两种耕地功能之间存在协同关系，为负表示存在权衡关系，不显著表示存在独立关系。

具体数学原理为：令{(Xi,Yi )}表示 n 对独立同分布的数据对，其母体为某二元连续分布。对 xi 进行从小到大排列，可以得到

一组新的数据对 X(1) < X(2) < ⋯ <X(n)，其中为关于 x 的序统计量，与之相对应的 Yi 称之为 Xi 的伴随。假设 xj位于序列{(Xi )}

中第 k 个位置，则定义数字 k 为 xj 的秩次，记为 Pj。类似地可以定义 yj 的秩次并记为 Qj。令 、 分别代表 Xi、Yi的算数

平均值，则 rs (Xi,Yi )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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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的集合
［30］

，已经广泛运用于生态系统服务
［31］

、农产品生产功能
［32］

等空

间相关性的研究，本文将其运用于探索耕地多功能的空间集聚特征，分析耕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空间格局及变化规律。采用

Global Moran’s I 指数探索研究区耕地功能权衡与协同的整体状况。采用 Local Moran’s I 指数探索局部区域耕地功能的聚

集，其中，“HH”类型区为耕地功能高值空间关联性大的区域，表示相邻空间单元为耕地功能的高值协同区；“LL”类型区为

耕地功能低值空间关联性大的区域，表示相邻空间单元为耕地功能低值协同区；“LH”与“HL”类型区为耕地功能高、低值空

间关联性大的区域，为相应的低—高与高—低权衡区；不显著区则为独立关系。Global Moran’s I 指数和 Local Moran’s I 指

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GMI 和 LMIi分别代表 Global Moran’s I 指数和 Local Moran’s I 指数；Xi 代表第 i 个地区的各项耕地功能值；

n 为研究区县域个数；Wij 为权重矩阵，空间数据的处理要求空间权重频率符合正态分布，否则会降低数据的估计精度
［33］

，主

要有 Rook、Queen、Bishop 三类临接原则，其中 Rook 邻接关系的空间邻接性频率直方图基本符合正态分布特征，故本文以 Rook

邻接原则确定空间权重。当区域 i、j 相邻时，Wij=1；当区域 i、j 不相邻时，Wij=0；Moran's I 值一般在－1～1之间，小于 0

为负相关，等于 0 为不相关，大于 0 为正相关。通常采用 Z 检验法对 Moran’s I 值进行统计检验。

式中：Z (I)、E (I)分别为 Moran's I 的 Z 法检验值和数学期望，如果 Z (I)大于正态分布函数在 0.05 水平下的临界值 1.96，

说明县域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在单变量自相关的基础上，Anselin 提出了双变量的局域空间自相关模型
［34］

，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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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表示县域 i 的双变量局域空间自相关系数； 表示县域 i 第 K 项耕地功能值； 表示县域 j 第 I 项功能指

数的观测值； 分别表示第 K 项和第 I项耕地功能的平均值；σ
K
、σ

I
分别表示第 K 项和第 I项耕地功能值的方差，

其他符号含义与式（8）相同。

3 结果分析

3.1 耕地多功能的评价结果

基于前文的评估方法，湖北省各区县历年各项耕地功能的评价结果平均值见表 2。

表 2 湖北省耕地多功能的评价结果

年份

净固碳功

（NCF）

（t/hm
2
）

物质产出功

能（MPF）

（万元/hm
2
）

景观美学功

能（LAF）

（得分）

水源涵养

功能（WCF）

（m
3
/hm

2
）

劳动力承载

功能（LCF）

（人/hm
2
）

2000 3.107 0.708 0.434 845.756 1.784

2005 2.898 1.087 0.45 847.278 1.773

2010 3.524 1.799 0.466 865.462 1.365

2013 3.228 1.958 0.467 854.788 1.276

从表 2 看，2000—2013 年的 14 年间，湖北省耕地各项功能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净固碳功能呈现 表 2 出“下降—上升—

下降”趋势，但 2013 年固碳量相比 2000 与 2005 年有所增加，表明耕地实际的固碳能力在不断强化；物质产出功能呈现稳定的

增加态势，年均增加 5.47%；景观美学功能不断增强，因受供需双面影响，增速较慢；水源涵养功能依赖于气候因素和土壤性质

等的变化，在较短的时间尺度内波动较小，无明显的变化规律，2010 年降雨量较其他年份充足，其值达到最大；劳动力承载功

能则由于城市化进程中大量耕地不断被非农化而逐步减弱。

3.2 耕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的时间格局及其变化

在耕地多功能评价的基础上，利用 Spearman 秩相关性分析方法测算历年耕地各类功能之间的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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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功能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及其变化情况，相关系数见表 3。

表 3 湖北省耕地各类功能之间的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

类别 2000 2005 2010 2013

物质产出—净固碳（MPF 与 NCF） 0.550*（0.000） 0.423*（0.000） 0.348*（0.000） 0.258*（0.020）

物质产出—景观美学（MPF 与 LAF） 0.562*（0.000） 0.512*（0.000） 0.482*（0.000） 0.409*（0.000）

物质产出—水源涵养（MPF 与 WCF） 0.594*（0.000） 0.460*（0.000） 0.286*（0.000） 0.230*（0.039）

物质产出—劳动力承载（MPF 与 LCF）0.479*（0.000） 0.326*（0.000） 0.312*（0.000） 0.394*（0.000）

净固碳—景观美学（NCF 与 LAF） 0.268*（0.000） 0.259*（0.019） 0.171（0.126） 0.230*（0.039）

净固碳—水源涵养（NCF 与 WCF） 0.592*（0.015） 0.530*（0.000） 0.331*（0.000） 0.415*（0.000）

净固碳—劳动力承载（NCF 与 LCF） 0.286*（0.010） -0.136（0.142） -0.326*（0.000） -0.314*（0.000）

景观美学—水源涵养（LAF 与 WCF） 0.385*（0.000） 0.393*（0.000） 0.335*（0.000） 0.470*（0.000）

景观美学—劳动力承载（LAF 与 LCF）0.185（0.098） -0.025（0.826） -0.070（0.536） -0.156（0.164）

水源涵养—劳动力承载（WCF 与 LCF）0.444*（0.000） -0.060（0.595） -0.146（0.193） -0.147（0.190）

注：*、**表示置信度分别为 0.05、0.01。

从表 3看，整体上，耕地功能之间主要表现为协同关系；随着时间推移，功能之间的协同关系在减弱，权衡关系在增强。

各类耕地功能之间权衡与协同及其变化存在一定差异，可归纳为以下几类情况：

物质产出与净固碳、景观美学、水源涵养之间始终是协同关系，但程度不断减弱。物质产出功能大，耕地利用强度高，农

作物有机质的积累多，对应的净固碳能力强，两者为协同关系；两者相关系数由 2000 年的 0.550 减弱为 2013 年的 0.258，可

能是由于耕地利用的化肥使用强度大，耕地碳排放的增长率逐渐超过碳固定的增长率所致
［9］

。景观美学功能的强弱与对耕地景

观的改造效果有关，景观组合偏向于种植瓜果种植园、花卉种植区等美学价值较高的景观，因此，在耕地景观美学功能增强的

同时物质产出功能也较强；可能由于种植结构和城市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变化，协同程度不断降低。物质产出功能与水源涵养功

能与耕地本底质量密切相关，土壤肥沃且土体较厚的耕地对映的产出功能大，蓄水能力强；两者协同程度的减弱则主要是由于

人工辅能的大量投入降低了耕地质量对产出的束缚能力。

物质产出与劳动力承载、净固碳与景观美学、净固碳与水源涵养以及景观美学与水源涵之间的协同程度在 2000—2010 年间

是减弱的，2010—2013 年间又有所增强。就物质产出与劳动力承载功能而言，劳动力投入强度直接影响物质产出量的大小，两

者互为协同；随时间推移，前期劳动力的大量投入逐渐转变为后期农药化肥的大量投入，协同程度有所下降；近年来，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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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农业生态环境，对农药、化肥等限制较严，使得协同程度又有所上升。就净固碳与景观美学功能而言，两者都与耕地本底质

量有关，本底质量越好，对应的净固碳和景观美学功能越强；协同程度的变化与居民对景观美学功能的需求、耕地质量的变化

等有关。就净固碳与水源涵养而言，耕地的本底质量越好，农作物固碳能力与耕地综合蓄水能力越强；2010 年以前，农用物资

的大量投入降低了耕地的净固碳效应，因此两者的协同程度不断下降，近年来耕地投入行为的改善使得协同程度有所增加。水

源涵养功能与景观美学功能之间表现为较为稳定的协同关系，2013 表 3 年协同程度有所增强；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及变化与耕

地本地质量、居民需求的变化和农户耕地利用行为等的变化密切相关。

劳动力承载与净固碳、水源涵养、景观美学功能之间的关系在 2000—2013 年间由协同转为权衡，并且权衡程度随时间不断

增强。劳动力承载与净固碳在 2000 年时存在较弱的协同作用，2000 年之后两者转变为权衡关系，并且在 2010 和 2013 年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 2000 年时劳动力转移较少，耕地产出大，固碳能力强，两者呈现协同关系；随时间推移，鄂中平原地

区劳动力大量流向东、西山地和丘陵地区，使得两者逐步表现为权衡关系并逐渐加剧。而劳动力承载与水源涵养、景观美学在

2000 年时为协同关系；2000 年后为权衡关系，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3.3 耕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

3.3.1 相同耕地功能

为明晰研究区相同耕地功能权衡与协同的空间格局及变化情况，进行单变量的全局自相关分析，得到单一功能的 Global

Moran’s I 指数见表 4。

表 4 研究区相同耕地功能的全局自相关指数

年份 净固碳功能（NCF） 物质产出功能（MPF）水源涵养功能（WCF）景观美学功能（LAF）劳动力承载功能（LCF）

2000 0.525（7.176） 0.394（5.295） 0.733（10.036） 0.489（6.757） 0.240（3.415）

2005 0.488（6.718） 0.224（3.235） 0.700（9.408） 0.496（6.993） 0.284（3.941）

2010 0.472（6.403） 0.206（3.064） 0.750（10.036） 0.500（6.698） 0.289（4.073）

2013 0.374（5.301） 0.252（3.602） 0.726（9.763） 0.518（7.172） 0.276（4.038）

注：括号内数值为α = 0.05 水平下对应的 Z 值。

从表 4 看，空间上，研究区各类耕地功能的 Global Moran’s I 值都为正，且都通过了水平α =0.05 下的检验，表明各类

耕地功能在研究区内呈显著的协同作用，但协同程度及其变化存在显著差异。水源涵养功能的协同程度最高，其次是净固碳与

景观美学功能，再次是物质产出功能，最后是劳动力承载功能。从协同程度的变化来看，整体上，物质产出功能和净固碳功能

的 Global Moran’s I 值在 2000—2013 年间是下降的，说明两者各自的协同程度逐渐减弱；水源涵养功能和景观美学功能的

Global Moran’s I 值起伏较小，分别在 0.7 和 0.5 左右浮动，表明各自的协同程度较为稳定；劳动力承载功能 Global Moran’

s I 值总体有所增加，表明协同程度有增强趋势。

为进一步明晰相同耕地功能权衡与协同具体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情况，本文接下来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获得相同耕

地功能的局部空间关联图（图 1），反映相同耕地功能“HH”或“LL”协同，“HL”或“LH”权衡或独立关系的空间格局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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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看，各类耕地功能权衡与协同的整体数量特征类似，即非显著区数量最多，其次为 HH、LL 协同区，最少为 HL 和 LH权衡区，

但各类型数量变化和空间格局及变化存在差异。

从图 1A 看，净固碳功能权衡与协同的空间格局及各类型数量随时间有一定程度变化。HH 协同区主要分布于鄂中的枣阳—钟

祥—荆门一带，数量逐渐减少；LL 协同区主要分布于鄂西地区并逐渐缩减至鄂西南地区；HL 和 LH 权衡区分别零星分布于枝江

市和曾都区、安陆市、襄阳市辖区等区域。实际中，鄂中地区属平原地带，耕地自然条件好，固碳功能较强；鄂西地区耕地坡

度大，水土流失与耕地荒漠化严重，耕地综合质量低，固碳功能较弱。随时间推移，HH和 LL 协同区收缩以及 HL和 LH 型权衡区

的零星出现可能与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和农户耕地认知程度的提高等因素有关。

从图 1B 看，物质产出功能权衡与协同空间格局及各类型数量随时间变化较明显。HH 协同区主要分布在武汉、鄂州及黄石市

辖区一带；LL 协同区主要分布在鄂西地区，随时间有向鄂西南和鄂中南转移的趋势；LH 和 HL 权衡区分别无规律分布于浠水和

大冶以及潜江和十堰市辖区等地区。实际中，武汉、鄂州等地区为都市农业区，经蔬作物需求量大，物质产出功能较强；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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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耕地自然条件差，农业生产率低，物质产出功能较弱。HH 和 LL 协同区数量的变化以及 HL 和 LH 型权衡区零星出现可能与农

业政策和农户耕地利用行为等因素有关。

从图 1C 看，水源涵养功能权衡与协同空间格局及各类型数量较稳定。HH 协同区主要分布鄂东地区，LL 协同区主要分布在

鄂西地区。实际中，鄂东武汉—大冶—阳新一带降雨丰富，耕地的土体较厚，通气性好，农作物截留量较高，水源涵养功能较

强。鄂西山区耕地坡度较大，蓄水能力不强；加上降雨量较少，因此水源涵养功能普遍较弱。

从图 1D 看，景观美学功能权衡与协同的空间 表 4 格局及各类型数量变化都较稳定。HH 协同区主要分布在阳新县—大冶市

—武汉市一带；LL 协同区主要是在鄂西南地区；LH 权衡区主要是汉川市和沙洋县。实际中，阳新县—大冶市—武汉市一带经济

发展较好，城市居民对耕地景观美学功能需求旺盛，且该地带农地景观资源丰富，已形成休闲赏花产业链条，景观效益逐步凸

显；鄂西南地区经济落后，人口密度小且交通等市场条件差，景观功能较弱；汉川市离市辖区较近，但它是农作区，景观功能

不强，与周围区域形成权衡。

表 5 研究区不同耕地功能的全局自相关指数

类别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3 年

净固碳与物质产出（NCF 与 MPF） 0.428（7.485） 0.161（2.898） 0.091（1.611） -0.025（7.391）

净固碳与水源涵养（NCF 与 WCF） 0.452（7.391） 0.377（6.306） 0.228（4.152） 0.2333（3.990）

净固碳与景观美学（NCF 与 LAF） 0.266（4.787） 0.190（3.476） 0.188（3.395） 0.207（3.727）

净固碳与劳动力承载（NCF 与 LCF） 0.155（2.912） -0.083（-1.546） -0.163（-2.838） -0.118（-2.204）

物质产出与景观美学（MPF 与 LAF） 0.359（5.641） 0.310（5.164） 0.252（4.229） 0.280（4.483）

物质产出与水源涵养（MPF 与 WCF） 0.493（7.679） 0.364（6.588） 0.274（4.856） 0.176（3.143）

物质产出与劳动力承载（MPF 与 LCF） 0.200（3.323） 0.032（0.704） 0.025（0.496） 0.073（1.327）

景观美学与水源涵养(LAF 与 WCF) 0.401（6.527） 0.357（6.061） 0.328（5.770） 0.418（7.053）

景观美学与劳动力承载(LAF 与 LCF) 0.149（2.740） -0.074（-1.322） -0.139（-2.628） -0.108（2.033）

水源涵养与劳动力承载(WCF 与 LCF) 0.277（5.100） -0.026（-0.435） -0.085（-1.490） 0.007（0.103）

注：括号内数值为α = 0.05 水平下对应的 Z值。

从图 1E 看，劳动力承载权衡与协同的空间格局及各类型数量在 2000—2005 年间变化明显，后期较为稳定。HH 协同区主要

分布于麻城和黄冈周边几个区县，有逐步东移的趋势；LL 协同区 2005 年前数量较少且分布零散，2005 年后大量增加并由江汉

平原向北扩展；HL 与 LH权衡区零散分布在秭归和长阳等区域，无明显规律。实际中，黄冈市周边几个区县是茶叶主产区，农村

劳动力数量较大；鄂中地区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HL与 LH 权衡区则可能由于地方政府的特殊政策引起的。

3.3.2 不同耕地功能

为探索研究区不同耕地功能之间权衡与协同格局及其变化情况，本文进行双变量的全局自相关分析，获得功能之间的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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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关指数见表 5。

从表 5看，空间上，研究区多数耕地功能之间的 Global Moran’s I 值为正，少数为负，表明多数功能之间为协同关系，

少数为权衡关系。其中净固碳与水源涵养、物质产出与景观美学和景观美学与劳动力承载功能之间的协同作用较强，净固碳与

劳动力承载和景观美学与劳动力承载功能之间的权衡作用较强。整体看，Global Moran’s I 值随时间逐渐变小甚至变为负，

表明耕地功能之间协同作用随时间呈减弱趋势，权衡作用呈增强趋势。

由表 5 知，研究区耕地物质产出与景观美学、水源涵养与景观美学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只在 2000 年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因此，本文只对其余 8 种情况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不同耕地功能之间局部空间关联图（图 2），反映 HH、LL协同，

HL、LH 权衡或独立关系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情况。从图 2 看，净固碳与劳动力承载、景观美学与劳动力承载 HL 权衡型数量较多；

其余功能之间 HH 或 LL 协同型数量较多。其中，净固碳与水源涵养、物质产出与景观美学、物质产出与水源涵养和景观美学与

水源涵养空间格局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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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A 看，净固碳与物质产出的 HH协同区数量较少，空间分布不稳定且无明显规律；LL 权衡区主要分布于鄂西地区并逐

渐收缩至鄂西南地区；HL 与 LH权衡区分别零散分布于石首、鄂州和黄石周边一带。由前文分析可知，实际中，鄂西地区尤其是

鄂西南地区耕地各项功能值普遍较低；石首市周边几个地区耕地资源状况好且耕作合理，固碳功能较强，由于种植经济作物少，

物质产出功能较弱；鄂州和黄石等地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物质产出功能较强，但净固碳功能相对较弱。

从图 2B 看，净固碳与水源涵养 HH 协同区主要分布在团风—浠水—蕲春一线；LH 权衡区主要分布于阳新—大冶—鄂州一带，

两者的空间分布随时间有较小变化，数量较为稳定；LL 协同区主要分布于鄂西地区，数量减少明显；HL 权衡区 2005 年才出现，

主要分布于鄂西北的竹溪、南漳等区县，数量有增加趋势。实际中，鄂西地区各类耕地功能较弱；而浠水、蕲春等地各类耕地

功能较强；阳新、大冶等地化肥和农药等投入较大，耕地破坏较严重，固碳效应大大降低，但降雨量丰富。

从图 2C 看，净固碳与景观美学的 HH协同区数量变化不大，空间分布无规律；LL 协同区主要分布在鄂西南地区，空间分布

与数量随时间推移相对稳定；LH 权衡区主要分布在武汉市周边城市并存在向鄂东南“下移”态势。实际中，鄂西南属山地类型，

耕地资源条件差，距城市中心较远，固碳功能和景观美学功能都较弱；武汉市周边城市耕地区位条件好，休闲农庄等较多，景

观功能较强，净固碳功能相对较弱。

从图 2D 看，净固碳与劳动力承载的 HH 协同区主要分布于鄂东北的麻城、罗田等区县，空间位置相对稳定；LL 协同区数量

不断减少，分布较为零散，有“东移”态势；HL 权衡区在 2000—2005 年间大量增加，之后较为稳定，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地区；

LH 权衡区零星分布在兴山、长阳等地区，数量较少，空间分布无规律。实际中，麻城、罗田等地的劳动力人口多，耕地资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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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好，农作物固碳能力强；江汉平原地区主要为机械化生产，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较快、数量较多，但耕地本底条件好。

从图 2E 看，物质产出与景观美学的 HH 协同区主要分布于武汉市下辖的几个区县，LL 协同区主要分布在鄂西南地区，数量

及空间分布较为稳定；LH 权衡区数量较少，无规律分布于大冶、咸安等区县。实际中，鄂西南地区耕地质量差，距离中心城区

较远，农业市场条件落后，物质产出和景观美学功能较弱，武汉市下辖区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较大，农产品市场条件好，居民

景观休闲的需求高，物质产出和景观美学功能较强；而咸安、大冶等地区可能由于种植结构缘故，物质产出功能较弱，但景观

美学功能较强。

从图 2F 看，物质产出与水源涵养的 HH 与 LH协同区主要分布于武汉城市圈内，其中，HH 协同区空间分布变化较明显，呈现

“向东”或“向北”转移的 图 态势；LH权衡区主要分布在阳新、大冶、黄梅等区县，空间分布与数量都较稳定。LL协同区主

要分布于鄂西地区，数量在 2005 年明显减少，之后较稳定；HL 权衡区零散分布于武陵、南漳等地，并呈扩张态势。由前文分

析可知，实际中，鄂西地区物质产出与水源涵养功能较弱；武汉城市圈各区县水源涵养功能较高；鄂州、浠水等区县耕地的物

质产出功能较高，阳新、大冶和黄梅等地区受种植结构影响，物质产出功能较低。

从图 2G 看，景观美学与水源涵养的 HH 协同区主要位于以武汉市辖区和大冶市为中心的周边区县，LL 协同区主要位于鄂西

地区，HL 权衡区主要分布在郧县、武陵等 5个区县，三种类型的空间格局较稳定，LL 协同区数量有所增加，HH 和 HL 数量较稳

定；LH权衡区主要分布在黄梅、武穴等区县，零散分布于 HH 协同区周围，并有所扩张，空间格局有向“西北”转移态势。由前

文分析可知，实际中，少数几个区县除外，鄂西地区景观美学价值较低，水源涵养能力差；黄梅、武穴等区县除外，武汉市辖

区、大冶市周边区县周边居民对景观休闲的需求较高，土地较厚，对应的水源涵养功能较强。

从图 2H 看，景观美学与劳动力承载的 HH 协同区主要分布在浠水、蕲春等少数几个区县，数量较少；LL 协同区空间分布变

化明显，有向“鄂东南”下移趋势，数量较少且随时间逐步减少；HL 权衡区 2000 年分布较散，之后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地区，

有向北扩展态势，2005 年数量大量增加，之后数量较稳定；LH 权衡区空间分布不太稳定且数量较少。实际中，少数几个区县除

外，江汉平原地区劳动力损失严重，劳动力承载功能较弱，但景观美学的价值较高；浠水、蕲春等地区农业劳动力数量较多，

有特色的农业休闲产业，对应的景观美学价值和劳动力承载功能较高；LH 权衡区则可能由于地理位置与耕地资源禀赋较差，对

应的美学价值也较低。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湖北省为研究区，选取物质产出、净固碳、水源涵养、景观美学和劳动力承载 5 种典型的耕地功能，在明确各项功

能内涵的基础上，建立相应指标体系与模型对各项耕地功能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研究区 2000、2005、2010 和 2013

年耕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时空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规律，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各项耕地功能随时间变化差异明显。净固碳、物质产出与景观美学功能呈不断增加态势。其中物质产出功能增长较

快，景观美学功能增长较慢，水源涵养功能变化平稳，劳动力承载功能不断减弱。

第二，时间尺度上，耕地功能之间的权衡与协同普遍存在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大多数功能之间表现协同作用，少数为权

衡作用。其中物质产出与景观美学、净固碳与水源涵养功能之间协同作用较强，净固碳与劳动力承载功能之间的权衡作用较强。

随时间推移，整体表现为功能之间的协同程度不断较弱，权衡程度不断增强。

第三，空间尺度上，耕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的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集聚性特征；随时间推移，部分耕地功能空间格局发生

一定程度变化，部分较为稳定。相同耕地功能的所有 Global Moran’s I 值显著为正，表明研究区耕地功能在研究区呈现协同

效应，其中水源涵养功能的协同效应最强且较为稳定；劳动力承载功能最弱却有增强趋势。从空间分布看，协同区呈现“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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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聚集性较强；权衡区零星分布于协同区的周围，无明显的聚集区。随时间推移，水源涵养和景观美学功能的权衡与协同

的空间格局较稳定，其余三种功能的空间格局发生不同程度变化。不同耕地功能 Global Moran’s I 值有正有负，表明研究区

不同种耕地功能之间既有权衡又有协同效应，其中净固碳与水源涵养、物质产出与景观美学和景观美学与水源涵养功能之间的

协同效应较强；净固碳与劳动力承载和景观美学与劳动力承载功能之间的权衡效应较强。随时间推移，整体呈现协同减弱，权

衡增强的趋势。从空间分布看，协同类型既有明显的“组团区”，又有零星分布区，权衡类型也有类似规律。随时间推移，净

固碳与水源涵养、净固碳与景观美学、物质产出与景观美学和景观美学与水源涵养的权衡与协同格局较稳定，其余功能之间的

格局发生不同程度变化。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考虑县域内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加强县域内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制

定轮作休耕、秸秆还田、测土施肥等政策改良耕地本底质量；鼓励农地流转，适当引导劳动力匮乏区的劳动力回流；加大农业

补贴与科技支农力度，加强农业市场的信息化建设和扶持休闲农庄等观光产业发展，促进耕地多功能由权衡走向协同。②加强

县际之间的区域合作，首先，进行跨县域的耕地利用分区，将 HH 协同区划为“优势功能区”，LL 协同区划为“全面改良区”，

HL和 LH 权衡区易受空间极化效应的影响而转化为 LL 和 HH 协同区，划为“适度保护区”与“重点改良区”。就研究区而言，可

划分为鄂西山地丘陵区、鄂东山地丘陵区、鄂中平原区和城市辖区四大区域开展差异化的耕地利用与管理。其次，积极推广区

域间净固碳—物质产出、净固碳—水源涵养和净固碳—景观美学等功能之间的“HH”协同利用模式；通过工程技术、经济、政

策等改良区域间 LL 协同或 HL、LH 权衡的利用模式，促进耕地多功能的合理保护与利用，提升耕地多功能利用的总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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